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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观塑构中的文化特质
———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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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国的国际秩序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化的特质性。 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生性属性

的基本要素，在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国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的认知，并
使其国际秩序观具有明显的本国文化属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秩

序观，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 这一理念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和合”文化内涵，亦是中

国传统“和谐共生”价值理念在当代国家间交往方式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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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和构想，它是新时期中国对构建更加“公正合

理”国际秩序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这一理念的

提出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

的深入探讨。 目前学界有关“中国国际秩序观”
的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国际秩序

观内涵、历史演进过程、理念来源、中西国际秩

序观比较等方面。①其中亦不乏从文化视角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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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秩序（或中国外交政策）文化渊源的文

章。①但既有研究大多侧重对中国外交（秩序）理
念文化根源的阐释，缺少对文化特质如何影响

国际秩序观的相关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就一

国国际秩序观的影响因素而言，理性主义物质

因素固然是影响一国国际秩序形成的重要变

量，但同时，亦不能忽视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
民族文化特性等观念因素对国际秩序观的影

响。②单纯从理性主义的“权力或制度选择”视角

很难解释为什么有时不同国家在追求相同利益

或实现相同目标时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

原则？ 亦难以解释为什么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

构中处于相同位置的国家，其对国际秩序的观

念和主张有时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随着

文化、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

内化影响日益深入，仅从理性主义视角难以对

一国国际秩序观做出充分的解释，这就需要从

理念主义视角分析一国的文化特质与其国际秩

序观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特质如何影响甚至

塑造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 因

此，本文通过构建文化特质与其国际秩序观二

者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旨在回答两个问

题：一是文化特质藉由什么样的机理或路径影

响“一国如何来认知世界”的国际秩序观塑造；
二是中国“和合”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命运共同

体”国际秩序观的塑构。 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

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念主义的视角更好

地理解文化因素影响国际秩序观塑构的作用路

径，亦有助于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去更好

地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和合”文化内涵

的表现形式及其生成机理，以便为推动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一定程度的学理支撑。

一、文化特质影响国际秩序观的

理论分析

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生性属性的重要构成

要素，主要通过国内系统和决策者两个层次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

界定，最终影响一国国际秩序观的生成，使之具

有明显有别于他国的、符合本国文化和思维方

式的特征。

１．１　 文化特质与国际秩序观的内涵界定

美国学者莫里斯·伊斯特（Ｍａｕｒｉｃｅ Ａ．Ｅａｓｔ）
对国家特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的定义是，“一
国的国家特性主要指国家区别于他国的具有稳

定性、不需参考或借助国家以外的实体就可以

概括和衡量的内生性属性和特征”。③从定义来

看，国家特性与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身份分

类中的个体身份、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提出的固有身份概念具有共性特征。④在国家特

性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文化特质无疑是构成国

家特性的核心要素之一。 本文将一国的文化特

质（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界定为国家行为体或民

族在主体间互动前就已经具有的区别于他国

的、具有稳定性的内生性文化属性和特征。 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文化特质强调的是本国文

化区别于他国文化的特质性，但受民族传统文

化、宗教文化、普适性观念等在国家间互动、扩

４１

①

②

③

④

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

制度阐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５－２５ 页；肖晞、
牛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武汉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７－１９４ 页；楚树龙、王
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３３－４１ 页；张清敏、田田叶：“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

中的文化因素”，《国际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３４－３９ 页；邢丽

菊：“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９８－１１０ 页；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３３ 页；苏长和：
“世界秩序之争中的‘一’与‘和’”，《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２６ － ３９ 页；金应忠： “从 ‘和文化’ 到新型国际关系理

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８－３３ 页。

正如鲁杰所批判的，理性主义没有回答的最根本的核心

问题是，国际体系中行为体是怎样具有了自己的身份、并以此身份

产生了自我利益的？ 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秦亚青等

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２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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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 ｅｄ．，Ｗ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１９７８， ｐｐ．
１３０－１６０．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６－８；［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

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２０－２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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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内化的影响，即使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

家间文化特质边界也会出现模糊、甚至部分重

合的情况。 因此本文在案例选择上只能尽量选

取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体系中的大国进行案例

分析，以体现不同文化国家所塑造国际秩序观

的分别，但仍难以避免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国家

国际秩序理念出现部分重合的情况。 此外，文
化特性作为国家内生性固有身份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形成与维持亦具有重要的外部维度，因为

身份的建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行为体通过

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以维持身份的边界。 正

如塞缪尔·亨廷顿 （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与威

廉·康奈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所指出的，“一国

对自身国家特性的认知是基于物质基础上社会

文化建构的产物，是对国家内生性属性相对他

者进行差异辨识后的自我认知结果”。① 可见，
文化特性虽是国家先于社会化进程存在的一种

固有文化属性和特征，但需要经过主体间互动

才能具有实际意义、进而方能体现出与“他者”
的差异性特征。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和

思考。② 国内学者对国际秩序观的界定主要包

含一国对现行国际秩序态度及其对理想国际秩

序主张两方面的意涵。 例如有学者认为国际秩

序观是关于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应该建

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的主张。③ 亦有学者将之

界定为一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看法、对理想中

国际秩序的期许、国际秩序朝理想方向转变的

设想。④ 鉴于国际秩序观属于主体认知的范畴，
是一国对国际秩序态度、主张的总体价值倾向，
因而其塑造过程必然带有自我中心性、利益导

向性特征。 但同时，秩序观亦需要获得外界的

呼应和认可才能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一国国际

秩序的塑构需要在“利己”与“利他”中寻找平

衡点。 另外，通常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才会形成

较为系统的国际秩序观，并将之具体理念和制

度向国际社会传播推广。 因此，本文在研究中

主要选取国际体系内具有一定实力（至少是经

济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作为案例分析对象。

１．２　 文化特质影响国际秩序观的路径分析

一个国家如何去观察和看待外部的世界，
除了物质因素以外，还要受到历史记忆、规范、
文化等观念性因素的影响。 换言之，一国国际

秩序观的形成是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本

文主要选取文化视角，在借鉴卡赞斯坦单元层

次建构主义分析模型基础上，对一国文化特质

对其国际秩序观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行探

讨。⑤ 具体而言，文化特质影响国际秩序观的分

析框架主要基于三个前提假定之上。 第一，国
家的对外政策和理念的制定主要受国家利益的

驱使；第二，国家利益不仅受物质因素影响，亦
受到观念因素的影响；第三，国家利益需要通过

决策层的主观判定才能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
基于上述假定，本文认为，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

生性身份属性的核心构成要素，主要藉由国内

系统和决策者两个层次影响和制约着一国对其

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判定，进而影响其国际

秩序观的塑造和对外政策的制定。 并且一国受

特定文化的影响越深（文化的内化程度越高），
该国国际秩序观就会越体现其文化的特征。

（１）文化特质影响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

与界定

在社会心理学中，“人的社会行为不仅取决

于所处的客观情境，还取决于人如何解释自身

所处的情境”。⑥ 人在对客观情境和客观事物进

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Ｗｈｏ Ａｒｅ Ｗ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２００４， ｐ．２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６４．

陈志敏、吉磊： “欧洲的国际秩序观： ‘有效的多边主

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３ 页。
陈玉刚主编：《国际秩序与国际秩序观》，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 页。
俞沂暄：“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３０９ 页。
卡赞斯坦主要关注单元层面的社会建构，建立了国内文

化结构—身份—利益—国家内外安全政策的分析路径，认为国家

的文化—制度环境亦可以塑造一国的国家利益，进而影响国家内

外部安全政策制定和行为。 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２８， １２８．

Ｄａｖｉｄ Ｇ． Ｍｙ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３， ｐｐ．２６８－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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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读时，先验的主观看法、信念往往发挥着重

要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偏好。
同样，在国际关系中，一国政府对其国家利益的

界定不仅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客观情境和权力定

位，亦不可避免地受到该国文化特质的影响。
文化特质作为国家行为体在主体间互动前就已

经具有的内生性文化属性，通过内嵌于国家内

部决策的利益互动和社会互动进程，影响着一

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与界定。 正如厄尔·
福莱等（Ｅａｒｌ Ｈ． Ｆｒｙ）在谈到文化价值观的作用

时所指出的，“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

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念只是

个人价值观念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

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答案。 正是这

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①

具体而言，国家利益虽然在根本上是客观的，但
这种客观性却包含着意识建构的成分。② 换言

之，一国国家利益的最终确立需要经历一个国

内系统主体间利益博弈和观念互动的过程。 在

这个过程中，一国的文化特质及其影响下的国

内主流文化环境将会影响着决策相关方观察世

界和自身的独特视角和政策偏好，进而影响着

其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 一个国家嵌

入国内文化环境的程度越深，文化特质对其国

家利益的影响就越深远。
从路径上看，文化特质主要通过国内系统、

决策者两个层次影响着一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

认知和界定。③

在国内系统层次上，一国的文化特质（主流

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着国内各

政治力量的观念分配结构，亦影响着国内各政

治力量的互动进程。 国内系统各单元（党派或

利益集团）在互动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自价值

理念、思维方式等文化特质的影响，进而通过观

念间的复杂互动达成对整体国家利益的认知

共识。
在决策者层次上，文化特质亦是决策者对

国家利益最终认知与界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

家的最高决策者（也就是国家的领导集团）作为

最终的信息处理中心和决策终端决定着对国家

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判断。 一国文化（特质）中特

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着决策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处事原则，为
决策者提供了观察世界和自身的独特视角，最
终影响着其对国家利益的最终主观判定。 受之

影响，决策者在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外政策过程

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将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处

的行为偏好体现出来，使本国的秩序观念和对

外战略嵌入了本国文化特性的烙印。 大多数情

况下，受共同文化背景（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

响，决策者与国内社会各政治力量的思维模式

和价值取向具有共性的特征，甚至在某些方面

是一致的。 但亦不排除决策者的文化特质与国

家整体文化特质存在相悖的情况，一旦出现此

类情形，则需要考量国家的政治体制、各政治力

量观念互动、利益博弈等多方面因素。 此外，决
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亦受到国内大众主导性

文化环境的影响。 一般而言，民众认知世界的

视角和价值理念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本国的文

化特征。 大众主导文化作为外部环境，亦在决

策者界定国家利益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为使外交政策和理念顺利推行，决策者在界定

国家利益和政策制定中会注重保持国家利益与

国内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以使其政

策理念能够在国内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同。
需要说明的是，受单一或主导性文化体系

的影响，一国在特定时期国内系统各政治力量

的行为取向和思维模式与决策者很可能是重合

或是趋同的。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大众、
国内系统、决策者）存在多种文化体系且缺少主

导性文化时，就会因成员间价值理念和思维模

式的差异导致国家利益界定方面的困难，甚至

６１

①

②

③

转引自王晓德：“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思考”，《世界

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３ 页。
郭树勇著：《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版，第 １０８－１１６ 页。
本文立足国内层次研究一国文化特质对其国家利益和国

际秩序观的影响，因此存在于体系层次上的因素，如国际体系的结

构性和进程性因素———国际格局、国际社会的观念结构等都不在

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在影响国家利益界定的国内层次因素中，
本文主要选取文化因素，分析其在国内层次上如何影响了国家利

益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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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国内系统中关于外交政策和理念的冲突。
为研究需要，本文在此仅探讨当国家内部存在

单一或主导文化体系情况下（大众、决策者与国

内系统各成员间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趋

同），文化特质对整体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观的

影响。 文化特质影响国家利益界定的分析路径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文化特质影响国家利益界定的分析框架（笔者自制）

（２）国家利益影响国际秩序观的建构

国际秩序观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

结果，这其中国家利益又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

与国际秩序观的基本出发点，任何国家的国际

政治战略和行为都是围绕国家利益展开的。①一

国的国际秩序观主要源自决策层基于本国利益

对理想国际秩序运行模式、构想主张的一种价

值取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秩序观

亦可被视为一国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层面整

体国家利益观的集中体现。 前已述及，文化特

质能够影响一国对客观国家利益的主观界定。
那么，国际秩序观作为国家外部利益的一种观

念表现形式，理所当然地亦受到其文化特质（价
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并常以一种与本国

文化核心内涵相契合的方式表现出来。 事实

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国际秩序观均带有鲜明

的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特质。 譬如美国倡导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理念反映了美国文化中

追求“自由、民主”的文化特质；中国倡导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秩序观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特质相契合。
鉴于国家利益的利己性，而国际秩序观作

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案又具有利他性，
如何在国家利益和秩序观二者之间寻求结合

点，使国际秩序观在满足本国利益诉求的同时，

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同，是一国塑造国际

秩序观所关注的焦点。 文化一直以来被各国视

为塑造和推广国际秩序观的有力抓手。 国家推

广本国普世性价值理念的利益诉求及其实践兼

具对内利己性和对外利他性特点。 因此各国往

往会从国家文化利益出发，侧重塑造一种彰显

本国普世文化特征（核心文化内涵）的国际秩序

理念和方案（国际秩序观），在此基础上再寻求

在国际社会拓展经济、政治等层面的国家利益。
在影响路径上，国家利益（主要是国家对文化、
制度层面的对外利益）对一国国际秩序观的影

响仍需经由决策者的主观认知才能最终确立。
与文化特质影响国家利益界定一样，决策者在

国家利益影响国际秩序观的过程中同样发挥着

重要作用，通过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内嵌于国际秩序观的制定过程中，使之带有显

著的本国或本民族文化的特征。
综上，文化特质对国际秩序观的影响需藉

由国家利益这一中间变量得以实现。 文化特质

通过影响国内系统（决策者、政治集团、大众）的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着决策层对国家利

益的主观界定，并最终使一国国际秩序观表现

出鲜明的本国文化特征。 文化特质、国家利益

和国际秩序观三个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

示（见图 ２）

图 ２　 文化特质影响国家秩序观的分析路径（笔者自制）

７１

① Ｊｏｈｎ Ｐｅｔｅｒ Ｐｈａｍ，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ｓ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５，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５６－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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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特质与国际秩序观内生

关系的历史考察

　 　 美国学者约翰·洛弗尔（Ｊｏｈｎ Ｐ． Ｌｏｖｅｌｌ）在
谈及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指出，“在每个民

族国家中，统治本身与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

一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① 受文化特质因素的

影响，各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与理想国际

秩序的价值取向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本国文化

的鲜明特征。 下文主要选取美国、日本、欧盟的

国际秩序观作为案例，从历史维度对其文化特

质与国际秩序观的内生关系进行阐释，以此验

证国际秩序观生成中的文化特质因素。

２．１　 美国的文化特质与国际秩序观

如亨廷顿所言，“国家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地

位是可以改变的，但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文明

特质却很难改变”。②美国文化发轫于清教徒的

宗教信仰和欧洲的启蒙运动，通过内化、改良和

创新，形成了美利坚民族的文化特质。 从立国

之日起，美国就把自己视为“后欧洲社会”———
一个以“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

屹立在旧世界面前的新世界。③美国的文化特质

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受“物我分离，主客分离”的
基督教“二元主义”（Ｄｕａｌｉｓｍ）文化影响，美国秉

持一种重独立、重逻辑思辨、重对立、重竞争的

“二分式”哲学思维方式，表现出征服自然、探究

事物本源、重理性轻人性的特征。④二是受清教

文化宿命论影响，美国文化中具有极强的“天定

命运”的使命意识。 受之影响，美国希望作为

“通往自由之路的灯塔”，依凭自己的力量传播

“民主自由”思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理念相

符的世界。⑤三是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

核心内核。 美国文化中对个人权利、民主制度、
规则法制的强调，均源自其个人主义的核心文

化内涵。
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建立以美国文化价值观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维持世界的稳定和维护

美国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不断追

寻的目标。⑥ 当前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及其秩序理念内涵的形成亦深

受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

响。 首先，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形成

是基于基督教文化“原罪论”和由之发展而来的

霍布斯（Ｈｏｂｂｅｓ）“人性恶”的假定之上。 在“人
性恶”的冲突性无政府逻辑影响下，美国持有的

国际秩序观带有强烈的冲突性色彩。 其次，美
国所倡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

念源于美国清教信仰和文化。 美国清教信仰尤

为强调信徒对行为规范以及自由民主信仰和价

值的尊崇。 受之影响，美国在构建国际秩序时

尤其强调各国间“基于规则”相处模式和“自由

民主”相处理念，⑦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建立一种

基于制度性霸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最后，
受天定命运和救世传统等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

观的影响，美国构建国际秩序的目标不仅仅是

为谋求国家物质性权力和利益，更是为了在全

世界范围内推行与其文化特质相符的意识形

态、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向不同文明国家进行

“文化价值观输出”，最终构建一个由拥有相近

文化价值体系的 “自由民主国家” 所组成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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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Ｐ． Ｌｏｖｅ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Ｊｏｎｇｓｕｋ
Ｃｈａｙ， 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ｎ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８９．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２， Ｎｏ．３， １９９３， ｐｐ．２２－４９．

Ｓｔｅｖｅｎ Ｗ． Ｈｏｏｋ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Ｓｐａｎｉ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Ｃｑ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ｐｐ．２３５－２４７．

徐飞：“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兼论跨文化

领导力”，《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９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１ ／
１０ ／ １１ ／ ｔｈｅ－ ｍｙｔｈ － ｏｆ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Ｊａｓｏｎ Ｇｉｌ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Ｒｏｗｌ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７１－２９１．

汪波：“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世界新秩序概念的缘

起”，《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５ 页。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 美国国

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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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日本的文化特质与国际秩序观

日本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的国家。 日本文

化中既有本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浸润，也有对

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和观念的文化特质可概括为

以下两点：一是日本文化中具有尊卑有序的等

级观念；二是日本文化强调具有依附情节的“集
团主义”和“家族主义”。 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

着根深蒂固的权威观念、等级意识、序列意识及

位置意识。①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在《菊与刀》中将日本视作“唯一真正

彻底的等级制国家”。② 日本社会中具有明显的

“纵式结构”特征，人们按照等级观念相处，在集

团主义的制约之下，按照特定的等级序列，进行

不同的分工合作。 在这种“纵式社会”中，每个

人都“各得其所，各安其分”。③此外，“集团主

义”（集体主义）在日本文化中亦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日本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取

向都是集体主义的，以集体为核心。 日本人认

为压抑自己的个性是一种美德，人们要循众意

而行，将个人的意愿融于和服从于集体的意愿。
受之影响，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对家族

或集团极为依赖”的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文化

心理特征。④

日本文化对其国际秩序观的影响是多方

面、多层次的。 日本文化中的等级观念、集团主

义原则、依附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国内

审视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从观念层面主导和塑

造了日本的国际秩序观。 首先，受尊卑有序的

等级观念影响，历史上日本在对外交往中一直

寻求构建和维护一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
等级式的地区和国际秩序。 时至今日，日本仍

以一种等级制观念来看待国际体系和国际秩

序。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

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

级。 “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

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⑤其次，
受日本文化中“集团主义”依附心理影响，日本

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崇尚权威、服膺强者”理念，

在国际体系中通过“依附强权”寻求稳固的“立
足之地”。 受之影响，当前日本对国际秩序的主

张和态度表现为：主张维持美国主导的基于规

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现状，通过强化与霸

权国美国的“同盟”关系，依靠美国的支持争取

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

２．３　 欧洲文化特质与国际秩序观

鉴于欧盟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共

同体。 欧盟成员国的核心价值观念趋同，且作

为整体具有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社

会中保持一致的政治话语。 因此，本文在此将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塞缪尔·亨廷顿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古典遗产、基督

教、欧洲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
代议制、个人主义等，可以被视作西方文明可信

的体制、实践和信念”。⑥ 当前欧洲主流文化价

值观依然保留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 欧

洲联盟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规定，
“欧盟的基础是尊重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
等，法治及尊重人权。 在一个多元主义、宽容、
正义、团结和没有歧视的社会中，这些价值是成

员国共有的”。 由此可见，欧盟作为一个拥有相

近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区域政治经济共同

体，其文化特质具有共性特征，集中表现为对个

人权利、民主法制、多边主义理念的强调。
欧洲的国际秩序观是指欧盟（及其成员国）

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及思考。⑦ 它受到欧盟决

策机构对于国际制度安排的主观偏好影响，这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田庆立：“日本人的国际秩序观”，《世界知识》，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２４ 页。
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２００５， ｐ．２１．
尚会鹏：“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浅析”，《日本问题

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第 ８５ 页。
刘亚娜：“从文化角度看当代日本外交”，《东北亚论坛》，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第 ８９ 页。
田庆立：“日本人的国际秩序观”，《世界知识》，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２４ 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

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９ 页。
陈志敏、吉磊： “欧洲的国际秩序观： ‘有效的多边主

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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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化是影响欧洲国际秩序观塑造的重要因

素。 自 ２００３ 年出台《欧洲安全战略报告》后，欧
盟就明确将支持和推动构建基于“有效多边主

义”的国际秩序作为其战略目标，指出“国际社

会的安全和繁荣有赖于一个有效的多边主义体

系，欧洲的目标是发展更强有力的国际社会、运
转良好的国际机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① 可见，欧洲（欧盟）所倡导的国际秩序观

是一种以“有效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

全球治理模式。 “多边主义”作为欧洲国际秩序

观的理念内核，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欧洲作

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其文化中具

有显著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在欧盟对

内对外政策中表现为对民主、自由、人权、主权、
规则、法制的尊崇和强调。 这些都为欧盟倡导

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反对过度干预和单边行为

的国际秩序观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三、中国“和合”文化特质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新

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反映了当前世界新形势下

中国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新认知和新理念。 “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观源自对中国传

统文化中“和合”价值观、“中庸权变”的处世哲

学的借鉴与发展，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特质中的核心

要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政府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界定，并最终使“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观表现出鲜明的

中国“和合”文化特征。

３．１　 中国“和合”文化的思想意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维方式和价值

理念，贯通传统中国和当下中国，是对中国文化

特质的最佳概括。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

“和合”文化（钱穆谓之“天人合一”）强调一种

“同一、和谐”的共生关系与和谐状态。③ 具体而

言，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重分别”的“二元

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和合”文化弱化“此
岸”与“彼岸”之分，强调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和关

系，强调“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的包容、协调

式的中庸处世哲学。 “和合”文化以“和谐”为

最高价值原则，倡导追求一种明知物我、人我之

间的种种矛盾，但却力求避免对立，通过包容共

生、相融与合一，达致对称、平衡、和谐的“致中

和”的境界或状态。 “和合”文化主要包含“和”
与“合”两个层面的意涵。

首先，中国“和合”文化中的“和”概念，并
非数字相加之“和”，而是强调不同力量间一种

和谐、和睦、和平相处、混同一致的状态。 这就

犹如音乐中的“和声”，各种不同声调“协调”合
奏，存异而求同，最终达到不同玄色音调同时发

声的音响效果。 《说文解字》载“和，相应也”，
独一不可称“相”亦无法回“应”。 因此，“和”字
至少指向两者或两者以上事物间的相互呼应、
相济相合。 另外，《广雅》曰“和，谐也”，“谐”指
杂重因素的混同一致。 由此二例可见，“和”字

本意为两者及多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所谓“音声

相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历来倡导一定

原则与规范指导下，不同事物、不同个体间的配

合和协调的共处状态，强调一种“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和而不同”的人际交往及处事原则。④

上升至国家层面，中国与他国交往的目的并非

０２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ｅｃｕｒｅ－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ｌｄ．

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内容构成的统一体系，这其中

世界观、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下文对中

国、西方和伊斯兰文化特质的解读主要侧重对其文化中哲学思想

（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的概括。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

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
要亦即在此”。 汤一介：“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

之贡献》”，《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１－５３ 页。 本文认为，“天人合一”实际上也是一种追求“和谐

共生”境界与状态，因此本文将“和”文化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

想的最精炼概括。
《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

之和，故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可弃矣”。 这句话是说事

务相杂，配合协调，用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 参见《郑

语》，《国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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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矛盾，而是在一定原则规范指引下协调矛

盾、甚至化解矛盾，使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归于

一致，达致一种求同存异的和谐共生状态。
其次，“和合”文化还有另外一层“合”的含

义，意指“汇合”“融合”“联合”“兼收并蓄”，这
集中体现为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吸纳包容”精

神。 从词源学上看，“合”的词源意为“上下唇合

拢”。 “合拢”则为“一”，可见“合”字是指“合二

或合多为一”的趋势或状态。①需要指出的是，
“合”与“同”概念有别，“合”是特指将多个不同

元素混同融合为一体的“一”的概念。 与之相

对，“同”则是指将多个相同元素混合在一起，因
而虽然二者均强调“一”的结果，但范式性质截

然不同。 由此可见，“合”或“合一”是“混一”，
是“阴”与“阳”的合二为一（阴阳合一），是“天”
与“人”的合二为一（天人合一），是多元因素最

终形成的“混同融合一体”的状态。 另外，“和”
“合”用法和含义上亦存在重叠的情况。 譬如与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类似，“合”亦有“生”
的功用。 先秦儒家著作《荀子》有言“天地合而

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②，汉初道家著作《淮
南子》继承这一说法，强调“道曰规，始于一，一
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③。
由此可见，“合”与“和”虽有分别，但在意涵上

的界限较为模糊，从整体看二者均追求一种“和
谐共生”“混同合一”的状态。

概言之，“和合”文化以“和谐”为最高价值

原则，既强调一种中庸的处事原则和思维模式，
亦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行为过程和一种追求“和
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虽然“和合” 文化中的

“和”“合”在含义上存在一定分别，但从整体上

看，二者均倡导通过对多元异质性因素兼收并

蓄的动态调节过程，达致一种“和谐共生”“混同

合一”的和谐相处状态。

３．２　 “和合”文化影响下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国际秩序观

　 　 中国不同时期的国际秩序观虽各具特色，
但其理念内核和思想渊源基本是一致的，即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和合”文化。 当前中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观无疑也有着

中国“和合”文化的根源。
一国文化中的价值观体系是国家利益的重

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④“和合”思想作为中国

文化特质的核心内涵，其本身就蕴含、反映了中

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观念层面上的国家利益诉

求。 但同时，“和合”文化中所蕴藏的“和谐共

生”理念只有通过影响中国国内决策者、政治集

团、大众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才能最终

影响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判定，
并最终使新时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理

念体现出鲜明的“和合”文化特征。 需要指出的

是，“和合”文化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影响，并非

单纯受决策者个人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影响，
而是要经历一个决策者、精英群体（政治集团）、
民众观念间的复杂互动过程。 在这一互动过程

中，“和合”文化中以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以
“和谐共生”为核心内涵的价值理念，深刻作用

于决策者与国内系统各单元的观念互动之中，
塑造着决策层对整体国家利益的认知共识，并
使中国国际秩序观具有鲜明的、与本国主流价

值观念相契合的文化特征。 “和合”文化对中国

国际秩序观的影响路径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和合”文化影响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分析路径

（笔者自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作为新

１２

①

②

③

④

段玉裁撰： 《说文解字注》，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２５ 页。
王先谦著：《荀子集解·礼论篇第十九》，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５６ 页。
何宁著：《淮南子集释》 （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４４ 页。
刘建飞教授根据利益的优先级别将国家利益分为基本国

家利益（安全和经济利益）和一般国家利益（国内政治制度和意识

形态）两类，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影

响决策者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 本文在文化特质与国家利益关

系的观点上与之相似。 参见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

关系”，《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１ 年第 ７ 期，第 ３４－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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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共生型”国际秩序观的系统性总结和

升华，为回答“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国际秩

序）、怎样去建设这个世界（国际秩序）”问题贡

献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具体来说，“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观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

和整体性出发，以“合作共赢、和谐共生”为国家

间交往的核心原则；以充当现存国际秩序和准

则的坚定维护者、贡献者和改革者作为中国在

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①、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主要目标，②从政

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全面系统

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政府对理想国际秩序的构

想与主张。 其倡导的秩序理念主要包括：在政

治上倡导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

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动建设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安全上倡导建

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

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在经

济上倡导各国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文化上倡

导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在生态上倡导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③

综上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观并非

要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在参与现有国际秩

序的同时，通过倡导“合作共赢”“共生发展”国
际交往模式，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进行改革，最终营造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观不仅体现了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时代特征，其秩序理念

的内容亦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内

涵，体现了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重整体、
轻个体” “重融合、轻分歧” “重和谐、弱冲突”

“重道义、轻私利”的群体本位、关系本位价值观

特征。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观

所倡导的“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国家间政治

相处模式是对古代“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兼
爱非攻”等政治文化理念与共生思维方式的继

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重一、
重合”的群体和关系本位特征。 “协和万邦”原
指“协调亲和各诸侯国，使各诸侯亲如一家、和
谐相处”。⑤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中国将其作为处

理国家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遵循的

基本原则。 此外，“和合”文化所主张的“以和为

贵”“兼爱非攻”思想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秩序观提供了重要理念来源。⑥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对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强

调，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

则”的群体、关系本位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
第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理

念和全球普遍安全格局源自对中华民族“和谐

共生”的安全智慧和生存哲学的借鉴。 中国政

府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

观是对“和” 文化中“以和为贵” “兼济天下”
“睦仁善邻”共生共处之道的弘扬与发展，体现

了中国文化中“注重整体上和谐相处、淡化个体

间分歧矛盾”的群体本位价值观特征。
第三，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经

济治理新结构的倡议源自传统文化中“义利合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邱卫东：“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与中

国策略”，《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第 ５６ 页。
苏格：“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美好未来”，人民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１９ｔｈ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１０２０ ／ ｃ４１４３０５－２９５９８８２７．ｈｔｍｌ。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１０２７ ／ ｃ１００１－２９６１３４５９．ｈｔｍｌ。

同③。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参见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１ 页。
“以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

之道，斯为美”。 “兼爱非攻”语出《兼爱上》：“天下兼相爱则治，
交相恶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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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价值观和“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担当意

识。 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中国政府倡导的“共赢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

念强调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兼顾与

平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导向“义利合

一”价值观的继承与弘扬，并为之注入了时代的

内涵。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兼收

并蓄、包容互鉴”的多元共生文明观体现了“和
合”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与“重融合、
轻分歧”的价值取向。 “和”即“和谐”，强调的

是群体本位价值体系下多样性的融合统一。 中

华文明历来注重在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中融合

演进，逐步形成富有东方智慧的兼收并蓄、和谐

交往的文明观，并在中国政府倡导的各国间文

化交往方式中得到充分体现。
第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源自中国传统文

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 “和”文化

所倡导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理念，是古今中国处理人与自然协调相生关

系的共同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理念和构想，正是当下中国将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关系本位价值观同中

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和合”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群体本位价

值观历来提倡在一定原则和规范的指导下的

“和为贵”、“和而不同”。① 其所追求的目标，是
个人、社会、国家在互动中所期望达致的一种中

正和谐（致中和）的状态或境界。 中国“和”文

化中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国与国之间和谐共

生，互不相害的价值理念和处事原则，为打造新

型国际秩序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源泉。

四、结　 语

本文从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视角对文化特

质与国际秩序观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学

理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一国国际秩序观

的形成受到理性主义物质因素、特定时期的时

代特征、国内文化观念等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其
中文化特质是影响一国国际秩序观建构的核心

要素之一；二是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生性属性

的重要构成要素，通过影响一国国内系统和决

策者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判定，进而塑造

着该国的国际秩序观；三是各主要国家或国家

集团的国际秩序观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本国文

化的鲜明特征。 这说明当今大国在塑造国际秩

序观和制定对外政策时，文化特质对外交层面

国家利益的影响正日益凸显和加深，维护国内

主流观念价值体系及在国际社会推进这些价值

观愈益成为大国界定国家利益，进而塑造国际

秩序观的重要考量因素。
通过分别考察美国、日本、欧盟、中国四组

案例中文化特质与国际秩序观间的关系，本文

发现这四个国家或集团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

与理想国际秩序的价值取向均不同程度地体现

出本国文化的鲜明特征。 尤以中国“和合”文化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观的影响为

例，“和合”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特质中的核心内

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政府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界定，并最终使“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观表现出鲜明的“和谐

共生”的文化特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为新时期中国政府阐释其国际秩序理念的一种

系统性外交话语，为国际社会各国提供了一种

更加包容、平等、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国家间“和
谐共生”的交往模式和哲学理念，亦为推进国际

秩序向更加平等、包容、公正方向改革提供了中

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同时，“命运共同体”秩序

理念内涵亦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相契合，体现了中国国际秩序观塑

造过程中内生性“和合”文化特质与外生性体系

３２

① 徐大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

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政治思想史》，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４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７ 卷

文化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统一。 在未来“人类命

运共同体”秩序理念对外传播和实践中，我们亦

需要重视“以本土文化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秩序

观能否真正获得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这一现

实问题。 在现阶段西方国家仍然掌握国际话语

主导权的情况下，“命运共同体”秩序理念和构

想能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中国对

国际秩序的理念创新与实践推动，更取决于“本
国秩序理念与国际社会对国际秩序集体期望”
的融合和契合程度。

编辑　 贡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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